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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摘　要〕关于清代学术的发展演变脉络,王国维曾提出一个著名的经典性命题:

“清初之学大,乾嘉之学精,而道咸以降之学新.”迄今被奉为不刊之论.然而,这一命题

不过是对“清学”的抽象概括,其间纷繁复杂的学术史细节尚待进一步发掘.以作为“清

学”之中坚的乾嘉考据学而言,实际上经历了明清之际之发轫,康熙中叶以后之深化发

展,乾嘉时期之臻于成熟等三个阶段.在考据学发展演变的三期中,既各有其学术关

怀,亦共有其一脉相承的为学方法和取径.就学术关怀而言,明清之际主要以抨击禅学

化的阳明心学之空疏学风为焦点;康熙中叶以后,以对理学核心范畴之经典依据的辨伪

为中心;乾嘉时期则以建构儒学新道统论为究心所在.就方法和取径而言,晚明以迄于

乾嘉之际的学人皆以文字音韵的考据学方法为工具,依循“辟异端”的学术取径.清代

学术即循此以进,后先相承,终至考据学蔚为大国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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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清代学术的发展演变脉络,王国维曾提出一个著名的经典性命题:“清
初之学大,乾嘉之学精,而道咸以降之学新”.该命题以凝练的语言高度概括出

清代学术的阶段性风貌和特质,影响深远,迄今为学界奉为不刊之论.然而,这
一命题不过是对“清学”的抽象概括,其间寓含的纷繁复杂的学术史细节尚待进

一步的深入发掘.细察自晚明至乾嘉时期的学术发展,实有一条一脉相承的内

—１１２—



在线索———即“辟异端”———贯穿其间,并体现出阶段性的特点.大体而言,明清

之际,以顾、黄、王为代表的学人以批判禅学化的心学空疏学风为焦点,促成学风

发生弃虚蹈实的转向;康熙中叶以降,以阎若璩、胡渭为重镇,对宋明理学的经典

依据进行辨伪,从而解构了理学道统论的合法性;乾嘉时期,惠栋、戴震和凌廷堪

则以掀翻杂入释老的理学道统论,并建构新道统论为最后关怀.

一、明清之际的禅学批判与考据学的发轫

在儒学发展长程中,“辟异端”洵为一永恒主题.春秋战国时期,诸子蜂起,
百家争鸣,遂有孟子之辟杨、墨;两汉之际,佛教传入、道教兴起,释、老便被儒者

视为劲敌,自此以后,中古儒学之“辟异端”即以“释老”为焦点.其中尤以儒、释
之争最为激烈.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土,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,至唐代已成鼎

盛之势,其对儒学的挑战业已造成“儒门淡泊,收拾不住”的局面.所以,韩愈应

时而起以“辟佛”相号召,并首创儒学道统说以与佛教之“法统”相拮抗.但相对

于儒学而言,佛教具有长于哲理思辨的理论优势,这样,儒学要在与佛教的交锋

中立于不败之地,必须吸纳佛教(也包括道家)的思辨之长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

系.所以,韩愈虽以排佛健将而享誉儒林,亦不得不“援佛入儒”〔１〕.不过更为系

统地袭用释老思辨哲学而建构儒学思想体系的,无疑是宋明理学.无论程朱还

是陆王,虽然主观上对释老皆抱持某种自觉的警戒和距离,甚至以“杂于禅”相互

攻诋,然而事实上他们皆浸淫于释老,并以其哲理思辨为奥援而建构理学的理论

体系.释老之杂入儒学,势必引发正统儒士的回应和抨击.南宋时期,事功学派

士人陈亮、叶适即对理学的空谈心性及其“静坐”“存养”功夫深致不满,而倡言功

利、考订名物典制.迄至明代,即使在阳明心学兴盛之际,亦有罗钦顺、杨慎等指

斥心学之佛家面目,抨击禅学化心学之空谈心性而力主“求证于经书”〔２〕.但是,
罗、杨正值阳明心学鼎盛时代,心学的禅学化之弊尚未充分显露,士大夫亦以谈

玄说妙为兴致所在,故他们的辟佛之论犹如空谷足音却未能得到回响.然而,迄
至万历晚期,随着明朝社会危机的加剧,以顾宪成、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士子一跃

而起,砥砺气节,尊崇实学,“远宗孔圣,不参二氏”〔３〕,对王门后学之弃儒入禅大

肆挞伐.
明清易代,在“国变”的刺激下,汉族士人尤其是明遗民的“明亡之思”在学风

层面几无不将“神州荡覆”归因于禅学化的阳明心学之空谈,“辟异端”思潮遂成

波澜壮阔之势.顾炎武认为,正是“明心见性之空言”的禅学化学风导致了“神州

荡覆,宗社丘墟”〔４〕的历史悲剧.清初明遗民若王夫之、黄宗羲、费密、陈确诸人

无不从反思学风的角度诋斥杂入释老的理学尤其是阳明心学之“惑世诬民”.王

夫之斥责道:“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,其究也,刑戮之民,阉贼之党皆争

附焉,而以充其‘无善无恶圆融事理’之狂妄.”〔５〕费密批评“致良知”说与“达摩面

壁、司马承祯坐忘、天台止观同一门庭”,最终必然导致“学术蛊坏,世道偏废”〔６〕.
陈确则特撰«异端论»«禅障»以畅发其辟异端之论.认为“倍道益甚,祸世益深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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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佛、老,正是羼入“吾儒”“而人犹未觉其为异端”,“斯不可不亟辩”者.陈确更

将“辟异端”与“辟夷狄”相提并论,他说:“‘然二氏之徒日繁,而其教日益横也,则
奈何?’曰:‘此非二氏之罪,而吾儒之罪也.辟夷狄而入处中国,非夷狄之罪,而
中国之罪也.中国之大,而无人焉主之,则夷狄入而主之矣.吾儒而无人焉,则
二氏之徒日繁,而其教日益横也,亦势必所至矣.’”〔７〕作为力倡“习行”之学的颜

李学派之开山,颜元认为清谈、禅宗“惑世诬民”,“晦圣道误苍生”,“其祸甚于杨、
墨,烈于赢秦”〔８〕.在其所著«四存编»之«存人编»中,“以通俗之词劝谕僧尼道士

归俗,及戒儒者谈禅、愚民尊奉邪教”〔９〕,并撰«靖异端»一文,备述“靖异端”之九

种路径,甚至倡言“火其书、人其人”的“诛毁”之说〔１０〕.
清初诸儒中,黄宗羲在辟异端问题上的内心隐衷最堪玩味.与一般士人视

王学为禅学不同,黄宗羲在«明儒学案»之«发凡»和«自序»中,一再地作王学非禅

学的辩解,此固其“门户之见深入而不可猝去”〔１１〕的表现,也曲折地映射出其时

禅学已成众矢之的的思想氛围.
对于明遗民士人而言,明清易代不仅意味着政治“治统”的移易,更象征着文

化道统的危机.所以明遗民在进行明亡反思的同时,也从“卫道”的立场,以辟异

端来厘清儒释疆界,净化儒学之道.明遗民关怀的这两个面向皆以“辟异端”为
聚焦.“道统”本为儒者最一般的关怀,孔子即谓“朝问道,夕死可矣”,但明遗民

的“卫道”则因易代的特殊背景而与其“明亡之思”联系在一起.所以,陈确将“辟
异端”与“辟夷狄”相提并论;前引陈确“吾道而异端焉,斯不可不亟辩矣”的话语,
正表明其所为“辩异端”恰在于毋使佛、老等异端“乱吾道”“害吾道”.而颜元所

谓清谈、禅宗“晦圣道”亦在同一语境下.正是抱持同样的道统关怀,清初的遗民

人士一度兴起一股梳理学统、建构道统的思潮,黄宗羲的«明儒学案»、孙奇峰的

«理学宗传»、费密的«弘道书»、万新同的«儒林宗派»等即其代表.
清初以降,汉族士人尤其是明遗民基于“明亡之思”和“卫道”而展开的“辟异

端”运动,就其学术影响而言,促成了学风的由玄虚转而为笃实,由心性之空谈转

而为考经证史之实学,从而开启乾嘉考据学的端绪.
顾炎武被乾嘉以来学人视为“清学之开山”,从转移学风的角度看,顾炎武堪

称导其先路.他不仅是从学风的层面进行“明亡追究”,而且明确标举出“经学即

理学”这一颇具时代气息的命题,希冀以“修己治人之实学”去取代“明心见性之

空言”,其曰:“理学之名,宋人始有之.古之所谓理学,经学也,非数十年不能通

也今之所谓理学,禅学也.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,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

也.”〔１２〕认为宋明理学那种“不取之五经”的“离经言道”“离经而谈心性”的形上

玄远之风,实为“禅学”而已.以“取之五经”为原则,顾炎武又旗帜鲜明地提出

“读九经自考文始,考文自知音始”〔１３〕的考据学治学方法,并在为学实践中藉以

考辨经典,以剔除经典中羼入的释老“异端”.以«易经»的考证为例,顾炎武通过

对«易传»之«系辞»«说卦»两章中“太极生八卦之数”“数来者顺,知来者逆”等命

题的考辨,认为邵雍对«易经»的文本解读有误,进而批判宋代易学图书派以道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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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对经典的穿凿附会,及其对圣人易学精神的背离.顾炎武说:“圣人之所以

学«易»者,不过庸言、庸行之间,而不在乎图书象数也.今之穿凿图象以自为能

者,畔也是故‘出入以度,无有师保,如临父母’,文王、周公、孔子之«易»也;
希夷之图,康节之书,道家之«易»也.自二子之学兴,而空疏之人、迂怪之士,举
窜迹于其中以为«易»,而其易为方术之书,于圣人寡过反身之学,去之远矣.”〔１４〕

可见,因否弃“空疏”“迂怪”之风而“辟异端”,最终一定是折向“考文知音”的方

向,顾炎武的为学路数如此,所以其被尊为“清学开山”洵为实至名归了.
如果说顾炎武是因“明亡追究”而转移学风的代表,那么颜元则可视为基于

“卫道”而转移学风的典型.在明清易代的特殊时势下,颜元最为忧惧的是异端

“害道”,曾说:“吾之所惧,有甚于此者,以为真学不明,则生民将永被毒祸,而终

此天地不得被吾道之泽,异端永为鼎峙,而终此天地不能还三代之旧.是以冒死

言之,望有志继开者之一转也.”〔１５〕惟因有此“惧”,所以颜元著«四存编»以明圣

道,诚如其所言:“某为此惧,著«存学»一编,申明尧、舜、周、孔三事、六府、六德、
六行、六艺之道.”〔１６〕“«存性»、«存学»二编,欲得先生一是之,以挽天下之士习而

复孔门之旧.”〔１７〕不同于理学家如朱熹所谓“道”乃“得之于天而具于心”的“别为

一物”〔１８〕,颜元所谓“圣道”则具体落实在“尧、舜、周、孔三事、六府、六德、六行、
六艺”之上.换言之,颜元之“明道”非借径于形上玄远之思,而是折向其所标举

的“实文、实行、实体、实用”的方向.
在明清之际的知识界,引领和推动时代学术新风的,顾炎武、颜元而外,黄宗

羲、王夫之也是独领风骚的人物.黄宗羲之学虽源自王学,但不以心性之谈为究

心所在,而是力主穷经、治史,所谓“学者必先穷经,经术所以经世.不为迂儒,必
兼读史.读史不多,无以证理之变化;多而不求于心,则为俗学”〔１９〕.黄宗羲虽

以史学饮誉其时,然其“穷经”亦颇堪称述.以其所著«易学象数论»而言,因有鉴

于“九流百家”特别是道教之河图、洛书之窜入,“而于易之本义反晦”,故其特为

考辨,“一一疏通”〔２０〕.王夫之则以“六经责我开生面”自任,刘献廷称颂道:“其
学无所不窥,于«六经»皆有发明.洞庭之南,天地元气,圣贤学脉,仅此一线

耳.”〔２１〕总之,明清之际的学风转移为乾嘉考据学的形成揭开了帷幕.

二、康熙中叶以降的经典辨伪与考据学的发展

明末清初的“辟异端”思潮所促成的学风转向,到康熙中叶以后进一步深化

发展,并体现出不同于前一阶段的诸多特点.以儒家经典的考据成果而言,此一

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有阎若璩«古文尚书疏证»、胡渭«易图明辨»,此外,颜元的«大
学辨»和«四书正误»、姚际恒的«礼记通论»、毛奇龄的«四书改错»等亦相继而出.
以特点而论,前一阶段主要针对禅学化的阳明心学之空疏学风,并促成考经证史

之实学和经世致用思潮的崛起,此一阶段则深入到理学的学理内部,以掘发理学

羼杂释、老的经典依据.所以,在辟异端的方法上,前一阶段主要藉文字音韵的

考据手段以剔除羼入儒学经典之“异端”,而此一阶段则主要通过辨伪以厘清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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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中受到释老思想附会、伪托的内容,从文献真伪层面检视以“四书”为核心的宋

明理学之合法性;在辟异端的经典对象上,前一阶段以“六经”为重点,而此一阶

段则重在“四书”而兼及“六经”中的«尚书»«易经».
“四书”的经典化,是唐宋儒学发展的历史产物.«大学»«中庸»在唐代以前

鲜有人重视.但因韩愈建构儒家道统而援引«大学»的言说为据,李翱以«中庸»
思想抵制佛教教义,而逐渐为人所重.北宋时期,二程以«大学»为“初学入德之

门”,以«中庸»为“孔门传授心法”,而以其为建构理学理论体系的经典依据.南

宋时期,朱熹将«大学»«中庸»与«论语»«孟子»整合,并为“章句集注”,“四书”的
经典地位便最终确立起来.“四书”中,«论语»«孟子»为孔孟圣贤所作,故受到的

质疑较少.而«大学»«中庸»并无直接证据证其为曾子、子思所作,惟因理学家的

极力提倡才得以列于“四书”.因此清初学者对“四书”的辨伪,多集中于«大学»
«中庸»两篇.

从明清之际至康熙中叶的“辟异端”运动中,陈确可谓是一个关键的转折性

人物.他率先将“辟异端”的焦点由批判禅学化的阳明心学转向对经典真实性的

辨伪,从而开启了清初的辨伪之风,其所著«大学辨»即为开风气之先的骇世之

作.«大学»为朱熹所极力推崇而位列“四书”之首,乃理学“格物致知”方法论的

经典依据.但陈确通过训诂、辨伪而证其为“伪作”,为“禅学”,开启了康熙中叶

以降解构理学经典依据的端绪.关于«大学»的作者,二程认定«大学»乃孔子遗

书,朱熹则认为«大学»乃孔子之言而曾子记之.陈确通过考辨证定«大学»鲜少

引用孔、孟言论,“大学”二字孔门中人也从未提及;甚至«大学»文本中还有抄袭

«尧典»又改动«尧典»的破绽,从而论定«大学»为“伪作”.既然«大学»非圣人所

传,那么其“格物致知”的思辨方法自然值得怀疑了.所以陈确认为«大学»之“知
止”概念,“惟禅学之诞有之,圣学则无是也”〔２２〕,格物致知的方法论“亦为虚设”,
实乃“空寂之学”〔２３〕.经由一番辨伪、考证,陈确认定程朱理学不仅在形而上的

认识论、方法论上袭用禅宗,在形而下的纲常名教、伦理道德等方面也与传统儒

学扞格不入,而是半杂禅门:“«大学»其言似圣而其旨实窜于禅,其词游而无根,
其趋罔而终困,支离虚诞,此游、夏之徒所不道,决非秦以前儒者所作可知.”〔２４〕

不过,陈确虽从文本和文理两方面考证了«大学»之伪,及其“杂于禅”的事实,然
在考据的严谨性上尚不及后来的阎若璩、胡渭等人.但是,陈确毕竟开启了清初

经典辨伪的先机,«大学辨»成书之后半个多世纪里,学界对“四书”的辨伪、考证

一时蔚然成风.
继陈确之后,姚际恒作«礼记通论»,亦对«大学»«中庸»多有考辨.首先,考

辨«大学»«中庸»之伪.姚际恒以«大学»引用«诗经»出现的语法问题,判定其非

古人之书,又以«大学»袭用«尔雅»而怀疑其成书时代;而于«中庸»则据其在文字

上抄袭«孟子»,及其所载“车同轨、书同文”制度,断定«中庸»非先圣之书.其次,
考析«大学»«中庸»之“杂于禅”.姚际恒通过«大学»与禅学之比堪,认为«大学»
的“明明德”与禅宗神秀的偈语“心如明镜台,明德也;事事勤拂拭,明明德也”〔２５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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颇相类似.“定而后能静,静而后能安”一说也脱胎于“二氏”:“至于‘定’字,自释

迦以来,已有‘入定’之说.至于‘静’字,圣贤诸经,从无单言静者其单言静

字,则二氏之说也,始于老子,其言最多,曰‘守静笃’‘归根曰静’‘我好静而民自

正’至于‘安’字,亦禅家之说,所谓‘安心法’‘将心来与汝安’,亦不可惮述

也.”〔２６〕同样,姚际恒以理证和考据的方法论定«中庸»之杂入释老之迹.如以

«中庸»内容之过于抽象,与孔、孟强调日用人伦、重视个人修养的主张大相径庭,
而是杂入了二氏思想.又以梁武帝、李翱和周敦颐等为例,证明“好禅学者必尚

«中庸»,尚«中庸»者,必好禅学”〔２７〕.对于«中庸»所谓“致中和,天地位焉,万物

育焉”之说,姚际恒认为此说大而空,不符合儒家习惯,反而类于佛教«华严经»
«楞严经»之言说.而«中庸»所谓“«诗»云:鸢飞戾天,鱼跃于渊,言其上下察也”,
姚际恒指其既类于老庄之“以气化道”,又与禅宗佛偈常引以喻道相仿佛〔２８〕.

除四书外,«尚书»«易经»也是其时学人辨伪的重点对象.«古文尚书»自唐

以后被视为经典正统,宋代理学家更以«大禹谟»篇之“虞廷十六字”为理学理论

的经典依据.阎若璩的«古文尚书疏证»一方面从篇名、篇数、典籍、典制、天文、
地理、语言、习惯、文法等方面举证１２８条,以严谨细密的考据证定«古文尚书»为
东晋人伪作.另一方面则聚焦于作为理学形上学的经典依据———“虞廷心传”,
考证其为道家之言.«疏证»第三十一条即以“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纯出荀子所

引道经”为题,斥责道:“是以大放厥词昌明其伪,不然徒以‘道经’二字辄轻议历

圣相传之道统,则一病狂之人而已矣,岂直得罪焉已哉!”而“虞廷十六字”乃理学

形而上理论的重要来源,阎若璩却证其为源自道经,这就使得理学的核心理论失

去了经典依据上的合法性.黄宗羲所撰«古文尚书疏证»«序»说:“虞廷心传”“十
六字其为理学之蠹甚矣!”〔２９〕所以,«古文尚书疏证»对杂入异端之理学的摧陷廓

清不言而喻.
对于«易经»的辨伪则有胡渭的«易图明辨».胡渭在前一阶段顾炎武、黄宗

羲考证«易经»的基础上,溯源竟流,条分缕析,展开对理学杂糅道家之论的揭示.
在清初,源出道士陈抟的图书派易学一度成为众矢之的.然而,毛奇龄的«图书

原舛编»、黄宗羲的«易学象数论»和黄宗炎的«图书辨惑»,“尚未能穷溯本末,一
一抉其所自来”.而胡渭通过细密考证,辨明宋儒附会于«易经»的«河图»«洛书»
受诸道士陈抟的传授源流,从而论定«河图»«洛书»非儒家所有,与«易»无关.同

阎若璩一样,胡渭的著述旨趣也不在为考证而考证,而是要藉由考证厘清儒、道
畛域,以不使异端“乱吾经”.胡渭说:“老庄之徒,掊击仁义,故厌薄周孔之辞,以
为不足道.儒者不能辞而辟之,反为之推波助澜,尊伏羲不言之教,抑三圣阐幽

之辞,岂不悖哉!”〔３０〕«易经»在理学理论体系中亦享有经典的权威地位,“渭之此

书,以«易»还诸羲、文、周、孔,以«图»还诸陈、邵,并不为过情之抨击,而宋学已受

‘致命伤’.”〔３１〕

三、乾嘉时期的道统建构与考据学的成熟

迄至乾嘉,滥觞于明清之际的考据学蔚为大国.此期学人的经史考据虽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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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“辟异端”为取径,然其学术关怀则已发生深刻变迁.无论是明清之际以顾、
黄、王为代表的明遗民,还是康熙中叶以降以阎若璩、胡渭为代表的早期考据学

者,其为学旨趣尚未脱出理学的藩篱,前者之批判禅学化的阳明心学之空疏学

风,后者之对理学经典依据的辨伪,本质上尚属理学内部的自我修正.但是,乾
嘉时期,随着弃虚蹈实学风的长期浸润和理学经典依据的解构,乾嘉学者实已厌

弃形上玄远的理学,而唯考据学是尊,宋学则被置于不议不论之列.在此基础

上,乾嘉学人之“辟异端”已不复以理学修正为归趋,而以建构儒学新道统论以取

代宋儒道统论为最后关怀.惠栋、戴震、凌廷堪分别代表了这一儒学新道统论建

构过程的三个不同阶段.惠栋以“汉学”标帜,戴震标举“以情代理”以及凌廷堪

倡言“以礼代理”,后先相继,皆欲以“自得之义理”去“夺朱子之席”而为新道统论

之建构.
乾嘉时期,惠栋最先以“汉学”立帜,试图以东汉古文经学取代宋儒义理之

学.在构筑汉学体系的过程中,惠栋着力最多、成就最高的无疑在于易学.其治

«易»一经之著述,即有«周易述»«易汉学»«易例»«荀爽易»等.其«易»学著作以

“辟异端”为取径,以考据为工具,驳诘宋儒«河图»«洛书»、先天、太极之说,深得

乾嘉学者推重.在«易汉学自序»中,惠栋说:“六经定于孔子,毁于秦,传于汉.
汉学之亡久矣惟王辅嗣以假象说易,根本黄老,而汉经师之义荡然无复有存

者矣.”〔３２〕惠栋以“汉易”为圭臬的«易»学主张为乾嘉考据学立下了“治经复汉”
的典范.此一“典范”正蕴涵着“辟异端”的学术关怀.诚如钱大昕所言:“诂训必

依汉儒,以其去古未远,家法相承,七十子之大义犹有存者.”〔３３〕惠栋之治«易»无
疑亦以“辟异端”为聚焦,其言曰:“圣人作八卦,所以奉天时,道家创为先天之学

而作先天八卦位,托之伏羲,诞之甚,妄之甚舍后天而别造先天之位,以周孔

为不足学,而更问庖牺.甚矣,异端之为害也,不可以不辟!”〔３４〕由于汉«易»未为

释老所染而保有«易»之本义,故在«周易述»«易微言»篇中,惠栋以汉«易»解«大
学»«中庸».关于“理”这一宋明理学借以立说的核心概念,惠栋推衍出“理”字古

义,认为“理”“道”二字有异,否认宋儒“理道合一”论;又引用«系辞»«说卦»中“穷
理尽性以至于命”“理属是,不属天”等易学观念,强调“理”并非如宋儒所言无处

不在、万古不变且与人欲对立,从而摧毁了理学“存天理,去人欲”的理论基础;在
“养心”说上,惠栋认为«大学»“欲正其心,先诚其意”与荀子“养心莫善于诚”相
通,以此驳斥宋儒之褒孟贬荀.因此惠栋断言:“七十子之徒所传之大义,与宋儒

旨趣不同”〔３５〕,于是,程朱自谓承接孔孟道统之传的道统合法性也就受到质疑.
如果说惠栋的学术关怀在于以“汉学”代“宋学”,质疑以至否定宋儒之道,那

么戴震则是以“自得之义理”去“夺朱子之席”了,即如翁方纲所言:“(戴震)其人

不甘以考订为事,而欲谈性道以立异于程朱.”〔３６〕所以戴学实乃以考据的形式,
而致其“闻道”的关怀.诚如他自己所言,自十七岁即有志闻道,以“君子务在闻

道”自期〔３７〕,所以他认为:“凡学始乎离词,中乎辨言,终乎闻道”〔３８〕.而“道在六

经”,藉“传经之儒”以传承,因此,欲“闻道”或“明道”,一方面须抉发“六经”之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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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以探寻“儒学之道”的真义所在;一方面须通过“辟异端”以恢复被释老淆乱了

的儒学之道的本来面目.这两方面的工作无疑皆要借助于训诂考据的手段,而
非“空凭胸臆”所可至,戴震说:“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,然后求

之古经.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,古今悬隔也,然后求之故训.故训明则古经明,
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,而我心之所同然者,乃因之而明.贤人圣人之理义

非它,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.”〔３９〕基于此,戴震一贯倡导和坚守“由字以通其词,
由词以通其道”〔４０〕的考据学方法以考经证史.以考据学的视野去检视宋儒义

理,戴震发现:“宋儒言性、言理、言道、言才、言诚、言明、言权、言仁义礼智、言智

仁勇,皆非六经、孔、孟之言,而以异学之言揉之.”〔４１〕在«答彭进士允初书»中,戴
震说:“宋以前,孔孟自孔孟,老释自老释.谈老释者高言其妙,不依附孔孟.宋

以来,孔孟之书尽失其解,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,于是有读儒书而流入老释

者.”〔４２〕宋以来的“异端乱道”是以“闻道”为究极的戴震所不能容忍的,职是之

故,戴震临殁前必欲去完成其平生著述之最“大”者的«孟子字义疏证».在书中,
戴震就理学立论的一系列核心范畴一一加以疏证,其中尤以关于“理”字的疏解

１５条,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最为激烈.首先,与宋儒“以理为如有物焉,得之于天

而具于心,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”〔４３〕不同,戴震认为:“人伦日用,圣人以通天下

之情,遂天下之欲,权之而分理不爽,是谓理.”〔４４〕在事物,“理”即“条理”;在社会

生活,“理”即“以情絜情而无爽失”〔４５〕.而宋儒“以意见为理”必然导致“以理责

人”:“尊者以理责卑,长者以理责幼,贵者以理责贱,虽失,谓之顺;卑者、幼者、贱
者以理争之,虽得,谓之逆”.所以戴震发出“酷吏以法杀人,后儒以理杀人”,“人
死于法,犹有怜之者;死于理,其谁怜之”〔４６〕的振聋发聩之论.其次,指斥宋儒之

“理”的“异端”本质.戴震认为宋儒之“理”源于佛、道的“真空”“真宰”;其“存理

灭欲”说亦本自释老:“老聃、庄周无欲之说,及后之释氏所谓空寂,能脱然不以形

体之养与有形之生死累其小宋儒程子、朱子易老、庄、释氏之所私者而贵理

于是辨乎理欲之分”〔４７〕.所以,在«孟子字义疏证»中,戴震“拈理欲一辨,力
加呵斥”〔４８〕.朱熹说:“人欲云者,正天理之反耳”,戴震则说:“理者,存乎欲者

也”〔４９〕;宋儒以“人欲所蔽”为常谈,戴震则以“欲之失为私,不为蔽”〔５０〕为言.所

以戴震最为强调“人欲”的合理性:“圣人治天下,体民之情,遂民之欲,而王道

备.”〔５１〕“道德之盛,使人之欲无不遂,人之情无不达,斯已矣.”〔５２〕这样,戴震通

过肯定“情”、“欲”的合理性,建构起“以情代理”的新道统论,从而“以«六经»、孔、
孟之恉还之«六经»、孔、孟,以程、朱之恉还之程、朱,以陆、王、佛氏之恉还之陆、
王、佛氏.俾陆、王不得冒程、朱,释氏不得冒孔、孟”〔５３〕.

承继着戴震建构新道统论的余绪,其私塾弟子凌廷堪亦致力于“辟异端”以
建构儒学新道统论.凌廷堪一生治学以«仪礼»为擅场,«礼经释例»即其礼学代

表作.他所以选择«仪礼»为研究对象,则基于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:“圣人之道,
一礼而已矣礼之外,别无所谓学也.”〔５４〕所以,在戴震“以情代理”的基础上

别倡“以礼代理”的新主张.而这一主张同样建基于“辟异端”的学术实践.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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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视«论语»«大学»等经典,凌廷堪对宋儒之“理”的来源提出质疑:“«论语»及«大
学»皆未尝有‘理’字,徒因释氏以理事为法界,遂援之而成此新义无端于经

文所未有者,尽援释氏以立帜”〔５５〕,因此“鄙儒遂误以为理学为圣学也”〔５６〕.他

又进一步强调说:“圣人之道但恒言礼,未尝一言及理也彼释氏者流,言
心言性,极于幽深微眇,适成其为贤知之过.圣人之道不如是也.其所以节心

者,礼焉尔,不远寻夫天地之先也;其所以节性者,亦礼焉尔,不侈谈夫理气之辨

也圣人之道所以万世不易者,此也;圣人之道所以别于异端者,亦此也.”因
此凌廷堪断言:“圣学礼也,不云理也”〔５７〕,“洛、闽之后名为圣学,其实皆禅学

也.”〔５８〕基于此一理念,凌廷堪毕生以«仪礼»为究心所在,欲以对载之«仪礼»的
古礼的探赜、考辨,“扞御异端,不使侵我六经”〔５９〕,最终建构起“以礼代理”的新

道统论.
总之,从明清之际以迄于乾嘉时期,作为清代学术重镇的考据学,由发轫、发

展演变而至成熟,实际上是依循“辟异端”的路径,凭借考据学的手段,最终实现

道统重建.此一道统重建虽以“道统还原”的形式呈现,但在“回归元典”的表象

背后,实际上潜藏着清代学人建构儒学新道统论的终极关怀.与宋明理学的道

统论相较而言,乾嘉学人建构的新道统论已由超越性的形上之道落实为人伦日

常的形下之道,实乃质朴的乾嘉考据学在义理上最具思想史意义的重要创获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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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２〕相关言说参见罗钦顺«困知记»附录«答陈侍御国祥»、杨慎«升庵全集»卷二«周音官诂序»,中华书

局,１９９０年.

〔３〕«东林书院志顾泾阳行状»,中华书局,２００４年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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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３〕顾炎武:«顾亭林诗文集»,«亭林文集»卷四,«答李子德书»,中华书局,１９５９年.

〔１４〕黄汝成:«日知录集释»卷一,«孔子论易»,上海古籍出版社,２００６年.

〔１５〕颜元:«颜元集»,«存学编»卷一,«明亲»,中华书局,１９８７年.

〔１６〕颜元:«颜元集»,«存学编»卷一,«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»,中华书局,１９８７年.

〔１７〕颜元:«颜元集»,«存学编»卷一,«上征君孙锺元先生书»,中华书局,１９８７年.

〔１８〕黎靖德编:«朱子语类»卷九十八,«张子之书一»,中华书局,１９８６年.

〔１９〕«清史稿»卷四百八十,中华书局,１９７７年.

〔２０〕黄宗羲:«易学象数论自序»,载«黄宗羲全集»第九册,浙江古籍出版社,１９９３年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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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２１〕刘献廷:«广阳杂记»,载«船山全书»第十六册,岳麓书社,１９９６年.

〔２２〕〔２４〕陈确:«陈确集»,«别集»卷十四,«大学辨一大学辨»,中华书局,１９７９年.

〔２３〕陈确:«陈确集»,«别集»卷十五,«大学辨二答沈朗思书»,中华书局,１９７９年.

〔２５〕〔２６〕杭世骏:«续礼记集说»卷九十七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.

〔２７〕杭世骏:«续礼记集说»卷八十六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.

〔２８〕杭世骏:«续礼记集说»卷八十七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.

〔２９〕阎若璩:«古文尚书疏证»卷首,上海古籍出版社,１９８７年.

〔３０〕胡渭:«易图明辨»卷十,«论溟涬生»,巴蜀书社,１９９１年.

〔３１〕梁启超:«清代学术概论»,东方出版社,１９９６年,第１５页.

〔３２〕惠栋:«易汉学自序»,中华书局,２００７年.

〔３３〕钱大昕:«潜研堂文集»卷二十四,«臧玉林经义杂识序»,载«潜研堂集»上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

１９８９年.

〔３４〕惠栋:«易汉学»卷八,中华书局,２００７年.

〔３５〕惠栋:«周易述»卷二十,中华书局,２００７年.

〔３６〕翁方纲:«复初斋文集»卷七,«理说驳戴震作»,台北文海出版社,１９６９年.

〔３７〕戴震:«戴震集»文集卷九,«答郑丈用牧书»,上海古籍出版社,１９８０年.

〔３８〕戴震:«戴震集»文集卷十一,«沈学子文集序»,上海古籍出版社,１９８０年.

〔３９〕戴震:«戴震集»文集十一,«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»,上海古籍出版社,１９８０年.

〔４０〕戴震:«戴震集»文集九,«与是仲明论学书»,上海古籍出版社,１９８０年.

〔４１〕段玉裁:«戴东原先生年谱»,«戴震集»附录三,乾隆三十一年条.

〔４２〕戴震:«孟子字义疏证答彭进士允初书»,中华书局,１９８２年.

〔４３〕〔４５〕〔４６〕〔４９〕〔５０〕〔５１〕戴震:«孟子字义疏证»卷上,«理»,中华书局,１９８２年.

〔４４〕〔４７〕戴震:«孟子字义疏证»卷下,«权»,中华书局,１９８２年.

〔４８〕钱穆:«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»,商务印书馆,１９９７年,第３８９页.

〔５２〕戴震:«孟子字义疏证»卷下,«才»,中华书局,１９８２年.

〔５３〕段玉裁:«答彭进士绍升书»,«戴震集»附录三,乾隆三十一年条.

〔５４〕〔５９〕凌廷堪:«校礼堂文集»卷四,«复礼上»,中华书局,１９９８年.

〔５５〕凌廷堪:«校礼堂文集»卷十六,«好恶说下»,中华书局,１９９８年.

〔５６〕凌廷堪:«校礼堂文集»卷四,«复礼下»,中华书局,１９９８年.

〔５７〕凌廷堪:«校礼堂文集»卷十六,«好恶说下»,中华书局,１９９８年.

〔５８〕凌廷堪:«校礼堂文集»卷二十四,«复钱晓征先生书»,中华书局,１９９８年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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